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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３—１４世纪亚美尼亚史家著述中蒙古人
形象的变迁及影响＊

梁 有 源　　王 新 刚

［摘　要］１３—１４世纪，西亚的亚美尼亚人与向西扩张的蒙古人展开了不同文明间的交往，由此亚美尼

亚史家在著述中形成了两种截然相反的蒙古人形象。修士派史家因宗教信仰差异和蒙古人的经济盘剥而

产生了强烈的负面蒙古人形象；贵族派史家则基于国际格局的战略考量，塑造了一个基督教化的正面蒙古

人形象。两种形象是亚美尼亚人与蒙古人不同文明交往方式的产物，促进了亚美尼亚人及西方基督教世

界对蒙古人和东方的了解，并在一定程度上完善了西方的十字军研究。但是，亚美尼亚史家著述中的蒙古

人形象也强化了西方在认识东方过程中的自我意识，并且加深了伊斯兰世界对亚美尼亚人的仇恨，进而间

接地导致了亚美尼亚王国的覆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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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３—１４世纪，蒙古人的版图从东亚扩展至西亚地区，并与西里西亚①的亚美尼亚王国（Ａｒｍｅｎｉａｎ
Ｋｉｎｇｄｏｍ　ｏｆ　Ｃｉｌｉｃｉａ，１１９８—１３７５年）②展开了不同文明之间的交往。在与蒙古人的交往过程中，以基
拉科斯·甘扎克提西（Ｋｉｒａｋｏｓ　Ｇａｎｄｚａｋｅｔｓｉ，１２００或１２０２—１２７１年）③为代表的修士派史家在１２６５—

１２７３年间侧重于强调负面的蒙古人形象，而以科里库斯的海顿（Ｈａｙｔｏｎ　ｏｆ　Ｃｏｒｙｃｕｓ，１２４０—１３１０或

１３２０年）④为代表的贵族派史家在１２７６—１３０７年间倾向于塑造正面的蒙古人形象。在不到半个世纪
的时间里，亚美尼亚史家在著述中先后展示出迥然相异的两种蒙古人形象。他们为何会在短期内对
蒙古人产生巨大的认知差异？这些形象产生的根源是什么？亚美尼亚史家著述中的蒙古人形象对于
东西方文明交往又有哪些影响？

国外学界对此研究除在通史著作中简要提及外⑤，更多地将其视为十字军研究的一部分，并且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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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冷门“绝学”和国别史等研究专项（２０１８ＶＪＸ０８６），２０１９年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项
目“古叙利亚文明史研究”（１９ＪＺＤ０４３）。

西里西亚又称奇里乞亚或基利家，位于今土耳其东南部的小亚细亚。

西里西亚的亚美尼亚王国也称小亚美尼亚（Ｌｅｓｓｅｒ　Ａｒｍｅｎｉａ），是由躲避塞尔柱人入侵的亚美尼亚难民在安纳托利亚半岛东
南部组建的国家，与古代的亚美尼亚王国（Ｋｉｎｇｄｏｍ　ｏｆ　Ａｒｍｅｎｉａ，公元前３２１—前４２８年）不同。本文所指亚美尼亚王国均为
西里西亚的亚美尼亚王国。

基拉科斯·甘扎克提西是１３世纪的亚美尼亚历史学家，出生于今阿塞拜疆西北部的占贾（Ｇａｎｊａ），年轻时师从当地一位瓦
达佩特（ｖａｒｄａｐｅｔ，即亚美尼亚教会中受过高等教育的大主教，负责其辖区内的传教和教育等事务），１２３６年被蒙古军队俘
虏，出逃后担任瓦达佩特一职，并开始写作。

海顿是亚美尼亚国王赫图姆一世（ＨｅｔｈｕｍⅠ，１２２６—１２６９年在位）之弟奥新（Ｏｓｈｉｎ，？—１２６５年）的儿子，也称“历史学家赫
图姆”（Ｈｅｔｈｕｍ　ｔｈｅ　Ｈｉｓｔｏｒｉａｎ），曾任亚美尼亚王国编年史官和科里库斯总督，后因密谋反对其表弟赫图姆二世（Ｈｅｔｈｕｍ　ＩＩ，
１２８９—１２９３年在位）而遭到流放。海顿在此期间被教皇克莱门特五世（Ｐｏｐｅ　Ｃｌｅｍｅｎｔ　Ｖ，１３０５—１３１４年在位）任命为修道院
院长。１３０７年，赫图姆二世被暗杀后，海顿返回亚美尼亚王国重掌军权直至去世。

关于亚美尼亚王国的通史著作有，瓦汉·Ｍ．库尔克建：《西里西亚的亚美尼亚王国》（Ｖａｈａｎ　Ｍ．Ｋｕｒｋｊｉａｎ，Ｔｈｅ　Ａｒｍｅｎｉａｎ　Ｋｉｎｇｄｏｍ
ｏｆ　Ｃｉｌｉｃｉａ），纽约：纽约出版社１９１９年版；Ｔ．Ｓ．Ｒ．伯恩斯主编：《亚美尼亚的西里西亚王国》（Ｔ．Ｓ．Ｒ．Ｂｏａｓｅ，ｅｄｓ，Ｔｈｅ　Ｃｉｌｉｃｉａｎ　Ｋｉｎｇ－
ｄｏｍ　ｏｆ　Ａｒｍｅｎｉａ），伦敦：苏格兰学术出版社１９７８年版；西蒙·巴亚斯里安：《亚美尼亚的历史：从起源到现在》（Ｓｉｍｏｎ　Ｐａｙａｓｌｉａｎ，
Ｔｈｅ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Ａｒｍｅｎｉａ：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Ｏｒｉｇｉｎｓ　ｔｏ　ｔｈｅ　Ｐｒｅｓｅｎｔ），纽约：帕尔格雷夫·麦克米伦出版社２００７年版；巴亚萨伊汗·达什
顿：《蒙古人与亚美尼亚人（１２２０—１３３５）》（Ｂａｙａｒｓａｉｋｈａｎ　Ｄａｓｈｄｏｎｄｏｇ，Ｔｈｅ　Ｍｏｎｇｏｌ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Ａｒｍｅｎｉａｎｓ，１２２０—１３３５），莱顿：博睿
出版社２０１１年版。



于对海顿的著述展开分析。例如，亚历山大·奥西皮安认为，包括海顿在内的亚美尼亚人及东方基督徒
建构的蒙古人形象，实际上是他们利用传说来影响欧洲十字军的结果①。鲁比纳·什诺霍基安在博士学
位论文中，突出了亚美尼亚人建构的蒙古人形象在向西方介绍东方文化时所起到的积极作用②。然而，
上述研究属个案研究，未能将当时亚美尼亚史家的著述作为整体加以审视，且研究视角单一，没有跳出
十字军研究的范畴，更未能从文明交往角度把握亚美尼亚史家著述中蒙古人形象的深层逻辑。国内学
界的研究侧重于西方与蒙古人的交往③，对于亚美尼亚人在其中扮演的角色几无涉猎。

本文以１３—１４世纪亚美尼亚修士派史家和贵族派史家的著述为基础，并以其中展现出的两种蒙古
人形象作为切入点，在文明交往的视域下，对两种形象产生的根源及其在东西方文明交往中的影响作出
分析。

一　史家著述中迥然相异的两种蒙古人形象

亚美尼亚人于３０１年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基督教国家④，但早在公元前２７年就已经被罗马帝国
征服，并长期处于罗马人的统治之下。伊斯兰教兴起后，拜占庭帝国逐渐丧失了对大叙利亚（Ｇｒｅａｔｅｒ
Ｓｙｒｉａ）⑤的统治，西里西亚地区成为基督徒与伊斯兰教徒在西亚的新边疆。１０世纪起，受拜占庭移民
政策及伊斯兰教徒扩张影响，大批亚美尼亚人从亚美尼亚高原和大叙利亚等地迁徙至此，后于１０８０
年独立建国。１２世纪初，亚美尼亚王国在与东方伊斯兰世界交往的同时，与西方十字军密切合作，从
而成为连接东西方的枢纽地带。

亚美尼亚人与蒙古人的首次接触发生在第一次蒙古人西征时期（１２１８—１２２３年）。１２２０年，成吉
思汗（Ｇｅｎｇｈｉｓ　Ｋｈａｎ，１２０６—１２２７年在位）在征服花剌子模王朝（Ｋｈｗａｒａｚｍｉａｎ　ｄｙｎａｓｔｙ，１０７７—１２３１
年）后，派遣哲别等人追击花剌子模残部⑥。１２２２年，哲别抵达高加索，并在库南战役（Ｂａｔｔｌｅ　ｏｆ　Ｋｈｕ－
ｎａｎ）中大败当地的格鲁吉亚 亚美尼亚联军，随后蒙古人迅速撤回东方⑦。由于格鲁吉亚在地理上距
离亚美尼亚王国较近，加之战役中亚美尼亚士兵的参战，蒙古人作为新的威胁引发了亚美尼亚史家的
担忧，由此逐渐开启了对蒙古人的认知过程。

１．修士派史家著述中负面的蒙古人形象
蒙古人首先是以恐怖好战的“他者”形象进入亚美尼亚史家视野的，这一过程中蒙古人被视为

陷世界于灾难的不祥征兆。修士派史家瓦尔丹·阿雷维茨（Ｖａｒｄａｎ　Ａｒｅｖｅｌｔｓｉ，１１９８—１２７１年）在
《历史汇编》⑧中，将蒙古人入侵事件与同年发生的地震相联系，认为“这两种现象预示着世界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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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历山大·奥西庇安：“亚美尼亚人参与拉丁 蒙古十字军：治安官斯姆巴特的信件和海顿的‘东方历史之花’中对东方三博士和
长老约翰的使用（１２４８—１３０７）”（Ａｌｅｘａｎｄｒ　Ｏｓｉｐｉａｎ，“Ａｒｍｅｎｉａｎ　Ｉｎｖｏｌｖｅｍｅｎｔ　ｉｎ　ｔｈｅ　Ｌａｔｉｎ－Ｍｏｎｇｏｌ　Ｃｒｕｓａｄｅ：Ｕｓｅ　ｏｆ　ｔｈｅ　Ｍａｇｉ　ａｎｄ　Ｐｒｅｓ－
ｔｅｒ　Ｊｏｈｎ　ｉｎ　Ｃｏｎｓｔａｂｌｅ　Ｓｍｂａｔ’ｓ　Ｌｅｔｔｅｒ　ａｎｄ　Ｈａｙｔｏｎ　ｏｆ　Ｃｏｒｙｃｕｓ’ｓ‘Ｆｌｏｓ　ｈｉｓｔｏｒｉａｒｕｍ　ｔｅｒｒｅ　ｏｒｉｅｎｔｉｓ，’１２４８—１３０７”），《邂逅中世纪》（Ｍｅ－
ｄｉｅｖａｌ　Ｅｎｃｏｕｎｔｅｒｓ）第２０期（２０１４年），第６６～１００页。
鲁比纳·什诺霍基安：《科里库斯的海顿与东方历史之花：在十字军 蒙古政治调解中的西利西亚亚美尼亚人》（Ｒｏｕｂｉｎａ　Ｓｈｎｏ－
ｒｈｏｋｉａｎ，Ｈａｙｔｏｎ　ｏｆ　Ｋｏｒｙｋｏｓ　ａｎｄ　Ｌａ　Ｆｌｏｒ　ｄｅｓ　Ｅｓｔｏｉｒｅｓ：Ｃｉｌｉｃｉａｎ　Ａｒｍｅｎｉａｎ　Ｍｅｄｉ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Ｃｒｕｓａｄｅｒ－Ｍｏｎｇｏｌ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女王大学博士
学位论文２０１５年。

这方面的成果有，刘迪南：《１３世纪至１４世纪欧洲人游记中的蒙古人形象》，《西北民族大学学报》２０１１年第５期，第１６～２４页；

徐良利：《伊儿汗国与西欧国家外交关系论析》，《北方论丛》２０１２年第５期，第７６～８１页；姬庆红：《中世纪西方对东方认知的历
史演变———以基督教约翰长老传说为例》，《贵州社会科学》２０１３年第３期，第１５０～１５３页。

亚美尼亚王国皈依基督教的时间早于罗马帝国。３０１年，亚美尼亚国王梯里达底三世（Ｔｉｒｉｄａｔｅｓ　ＩＩＩ，２９８—３３０年在位）在启
蒙者格里高利（Ｇｒｅｇｏｒｙ　ｔｈｅ　Ｉｌｌｕｍｉｎａｔｏｒ）的影响下奉基督教为国教，亚美尼亚使徒教会（Ａｒｍｅｎｉａｎ　Ａｐｏｓｔｏｌｉｃ　Ｃｈｕｒｃｈ）因此成
为世界上最古老的国家教会和最早被合法化的基督徒群体。不过，亚美尼亚人信奉的是基督一性论，不承认卡尔西顿会议
的结果。５５４年，亚美尼亚教会切断与罗马教会和君士坦丁堡教会的联系后开始独立发展。

大叙利亚是一个地理概念，具体指今叙利亚、黎巴嫩、以色列、约旦以及巴勒斯坦地区等地。

拉施特主编，余大钧、周建奇译：《史集》第１卷第２分册，北京：商务印书馆２０１７年版，第３１４页。

罗伯特·格雷戈里·贝德罗希安：《１３—１４世纪的突厥 蒙古入侵与亚美尼亚领主》（Ｒｏｂｅｒｔ　Ｇｒｅｇｏｒｙ　Ｂｅｄｒｏｓｉａｎ，Ｔｈｅ　Ｔｕｒｃｏ－
Ｍｏｎｇｏｌ　Ｉｎｖａｓ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Ｌｏｒｄｓ　ｏｆ　Ａｒｍｅｎｉａ　ｉｎ　ｔｈｅ　１３－１４ｔｈ　Ｃｅｎｔｕｒｉｅｓ），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学位论文１９７９年，第９５页。
《历史汇编》是一部通史著作，共１００节，从亚当时代起一直写到１２６７年。该书在内容上以亚美尼亚史为主，但也谈及希
腊、波斯、埃及等地的情况，对于研究１３世纪中东地区的历史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将被持矛的敌人转化为动乱”①。另一位修士派史家甘扎克提西在《亚美尼亚人史》②中强调了蒙古
人在格鲁吉亚的屠杀暴行③。至１３世纪中期，蒙古人扩张的步伐进一步加快。一方面，蒙古人的
征服杀戮给亚美尼亚人造成了巨大的心理阴影和伤害；另一方面，亚美尼亚王国也在逐步沦为蒙
古帝国附庸的过程中有了更多与蒙古人直接接触的机会，亚美尼亚史家眼中的蒙古人形象逐渐具
象化和多样化。修士派史家的著述成书于１２６５—１２７３年，作为负面蒙古人形象的主要建构者，在
他们的认知中蒙古人起源于《新约·启示录》中的歌革（Ｇｏｇ）④后裔；在宗教信仰上是泛灵论（ａｎｉ－
ｍｉｓｍ）、巫术及偶像崇拜者的集合体；在政治上是昏庸残暴的统治者，亚美尼亚人在蒙古人的统治
下成为被奴役的对象。

修士派史家阿克纳的格里戈尔（Ｇｒｉｇｏｒ　ｏｆ　Ａｋｎｅｒ，约１２５０—１３３５年）⑤在《弓箭手民族史》⑥中指出，
“蒙古人是夏甲（Ｈａｇａｒ）⑦后裔与歌革家族的混血遗种”⑧，甘扎克提西更是直言蒙古人的存在是对世界
的一种“污染”。在此基础上，修士派史家以更具纪实性的细节描述，强化了蒙古人“野蛮落后”的形象。
例如，在丧葬习俗方面，甘扎克提西描述道，蒙古人实行严格的等级制度和活体殉葬，死者的下葬规模和
陪葬品都按照他生前的等级决定，除武器、衣物、金钱等之外，仆人和马匹等活物也在陪葬之列⑨。修士
派史家试图解释这些行为，他们将此归咎于蒙古人混乱的宗教信仰。甘扎克提西声称，蒙古人内部存在
泛灵论和巫术⑩。阿雷维茨认为，蒙古统治者的“邪恶”是偶像崇拜祭司施展的“魔法”：“……占星家和一
些被称为释迦牟尼的偶像祭司欺骗了他。……他们让旭烈兀（Ｈｕｌａｇｕ　Ｋｈａｎ，１２５６—１２６５年在位）为那些
偶像建造一座神庙，他去那里祈祷，他们想施什么魔法就施什么魔法。”�11从今人的视角看，修士派史家所
指的泛灵论和巫术实际上是蒙古人信仰的长生天（Ｔｅｎｇｒｉ），而偶像崇拜则是佛教。这些宗教信念虽然现
在看来并不稀奇，但它至少说明了蒙古人在修士派史家眼中与基督徒差异甚殊。

蒙古人最为修士派史家诟病的一点，是其对亚美尼亚及周边地区的残暴统治。上述三位修士派
史家都将矛头直指蒙古人的苛捐杂税和繁重劳役，尤其是蒙哥汗（Ｍöｎｇｋｅ，１２５１—１２５９年在位）在

１２５４年对亚美尼亚王国开展的大规模人口普查和此后随之而来的征税。甘扎克提西对此列出了税
收的具体数额：

　　他们从１１岁开始记录每个人，除了女人。……此外，王公们、地区的领主成为他们的同伙，为了自己的利益
骚扰和索要税收。……除了众多的（税收）之外，阿浑鲁（Ａｒｇｈｕｎ）�12征收马尔（ｍａｌ）�13和库布丘（ｑｕｂｃｈｕｒ）�14，旭烈
兀命令向皇家登记簿上所列的每个人征收一种叫塔格哈尔（ｔ’ａｇｈａｒ）的税。他们向这些人索要１００公升粮食、５０
公升酒、２公升米和３个麻袋、１枚银币（ｓｐｉｔａｋ）、１支箭，更不用说贿赂了。他们要求从２０只动物中收取１只，外
加２０枚银币。……（税吏）没有从神职人员那里拿走任何东西，因为他们没有得到可汗的命令�15。

除了沉重的税收，亚美尼亚人还被迫为蒙古人服劳役。甘扎克提西提到了旭烈兀在大不里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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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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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瓦尔丹·阿雷维茨：《历史汇编》（Ｖａｒｄａｎ　Ａｒｅｗｅｌｔｓ’ｉ，Ｃｏｍｐｉｌ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Ｈｉｓｔｏｒｙ），ｈｔｔｐ：／／ｗｗｗ．ａｔｔａｌｕｓ．ｏｒｇ／ａｒｍｅｎｉａｎ／ｖａ４．
ｈｔｍ，［发布日期不详］／２０２１—１０—２１。
《亚美尼亚人史》是一部通史著作，共６５章，主要概述了４—１２世纪的亚美尼亚史。由于甘扎克提西掌握了许多有关蒙古
人的第一手材料，因而该书在了解蒙古人及其对亚美尼亚王国的政策方面有重要参考价值。

⑨⑩　基拉科斯·甘扎克提西：《基拉科斯·甘扎克提西的亚美尼亚人史》（Ｋｉｒａｋｏｓ　Ｇａｎｄｚａｋｅｔｓｉ，Ｋｉｒａｋｏｓ　Ｇａｎｄｚａｋｅｔｓ’ｉ’ｓ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Ａｒｍｅｎｉａｎｓ），ｈｔｔｐ：／／ｗｗｗ．ａｔｔａｌｕｓ．ｏｒｇ／ａｒｍｅｎｉａｎ／ｋｇ７．ｈｔｍ，［发布日期不详］／２０２１—１０—１５。
歌革和玛各源于《圣经·新约》，是中世纪基督教世界及伊斯兰世界中流传的传说。相传，歌革和玛各被亚历山大铁墙围
挡，当世界末日来临时，他们会从中出来并加入魔鬼撒旦的阵营同上帝决战。

格里戈尔出生于今亚美尼亚洛里（Ｌｏｒｉ）省的阿克纳村，生平不详，只有少数线索指出他曾在当地担任修道院院长一职。
《弓箭手民族史》是一部有关蒙古征服中东地区以及统治亚美尼亚的重要史料，共１７章，涵盖了１２２７—１２７１年间的历史，主要
侧重于伊尔汗国与亚美尼亚王国之间的外交关系。

夏甲是《旧约·创世纪》中亚伯拉罕之妻撒拉的埃及使女，相传为阿拉伯人的祖先。

阿克纳的格里戈尔：《弓箭手民族史》（Ｇｒｉｇｏｒ　ｏｆ　Ａｋｎｅｒ，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ｔｈｅ　Ｎ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Ａｒｃｈｅｒｓ），ｈｔｔｐ：／／ｗｗｗ．ａｔｔａｌｕｓ．ｏｒｇ／ａｒｍｅｎｉａｎ／ｇａ２．
ｈｔｍ，［发布日期不详］／２０２１—１０—１５。

阿浑鲁是旭烈兀派往亚美尼亚的蒙古税吏。

对有角的大型动物征收的税。

对绵羊征收的税。

基拉科斯·甘扎克提西：《基拉科斯·甘扎克提西的亚美尼亚人史》。



（Ｔａｂｒｉｚ）建造夏季行宫时征调大量壮丁，亚美尼亚人遭受了残酷奴役①。阿雷维茨认为，除亚美尼亚
王国外，格鲁吉亚亦是蒙古统治的受害者②。

２．贵族派史家著述中正面的蒙古人形象
亚美尼亚王国在充当蒙古帝国附庸的同时，也与蒙古人在外交和军事等领域展开了一系列合作。

例如，蒙古人在抵御伊斯兰教徒入侵方面给予亚美尼亚王国许多帮助，亚美尼亚史家笔下的蒙古人形
象也随之改观。贵族派史家的著述成书于１２７６—１３０７年，在时间上晚于修士派的著述。作为正面形
象的主要建构者，蒙古人在他们的认知中化身为《圣经》中受上帝指引的“特许民族”，蒙古统治者不仅
是实力强大的虔诚基督徒，而且在对抗伊斯兰教徒的圣战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贵族派史家海顿在《东方历史之花》③中仿照《旧约·出埃及记》的叙事模式讲述蒙古人的起源。
成吉思汗在他笔下成为摩西般的先知，而蒙古西征则变成了上帝指引成吉思汗（摩西）率领蒙古人（以
色列人）逃离东方（埃及）暴政的结果④。相比较而言，格里戈尔与海顿虽然都将蒙古人纳入基督教世
界的框架内，但海顿强调的是蒙古人从蒙昧到开化的过程，还通过对比展示了蒙古人在受到上帝启示
前后的变化，并且突出了上帝在这一过程中发挥的决定性作用。

与修士派史家另一大区别是，贵族派史家在有关蒙古社会习俗方面几乎保持沉默，其主要篇幅是
在歌颂蒙古可汗的虔诚和与蒙古人结盟带来的利益。例如，贵族派史家斯捷潘诺斯·奥尔别良
（Ｓｔｅｐａｎｏｓ　Ｏｒｂｅｌｉａｎ，１２５０或１２６０—１３０３年）⑤就将蒙古可汗誉为“世界的主人”，还将旭烈兀及其妻
室杜库兹（Ｄｏｋｕｚ）比作君士坦丁大帝（Ｃｏｎｓｔａｎｔｉｎｅ　Ｉ，３０６—３３７年在位）及其母亲海伦娜（Ｈｅｌｅｎａ）⑥。
另一位贵族派史家治安官斯姆巴特（Ｓｍｂａｔ　ｔｈｅ　Ｃｏｎｓｔａｂｌｅ，１２０８—１２７６年）⑦在其《编年史》⑧中，详细
记述了１２５８年旭烈兀攻陷阿拔斯王朝（Ａｂｂａｓｉｄ　Ｃａｌｉｐｈａｔｅ，７５０—１２５８年）首都巴格达的经过，并且通
过与蒙古人结盟前后的对比，间接承认结盟为亚美尼亚王国带来了好处⑨。海顿对此记录了蒙哥答
应履行亚美尼亚国王赫图姆一世提出的七项要求：

　　第一，他敦促可汗皈依基督教，并与他的人民一起接受洗礼；第二，他要求在他们之间……建立永恒的和平和

友谊；第三，能够在所有鞑靼国家建造基督教教堂，并免除亚美尼亚人的税收和其他负担……第四，从突厥人……

手中夺取圣地和圣墓，并将其交给基督徒；第五，……他将命令在突厥的鞑靼人协助摧毁巴格达城和哈里发……第

六，所有鞑靼人……在提出请求时向他提供援助；第七，将突厥人征服的所有亚美尼亚人的土地还给他⑩。

七项要求的真实性受到了后世学者的质疑，因为在同时期的文献中只有海顿提及这些不切实际
的请求�11。不过，排除其真实与否，这七项要求实际上是贵族派史家对蒙古人的概括：第一，蒙古社会
中存在广泛的基督教群体；第二，蒙古统治者在亲基督教和反伊斯兰教方面持肯定态度；第三，蒙古人
是亚美尼亚王国的可靠盟友。

总体上看，亚美尼亚史家在与蒙古人的长期交往中建构了一种二元式的蒙古人形象。蒙古人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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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拉科斯·甘扎克提西：《基拉科斯·甘扎克提西的亚美尼亚人史》。

瓦尔丹·阿雷维茨：《历史汇编》。
《东方历史之花》也译为《鞑靼人史》（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ｔｈｅ　Ｔａｒｔａｒｓ），共分４卷，其中第３卷讲述了蒙古人的起源及征服活动。该书
在欧洲广为流传，并成为早期欧洲人对蒙古人和东方印象的重要依据之一。

科里库斯的海顿：《历史学家赫图姆的鞑靼人史（东方历史之花）》（Ｈａｙｔｏｎ　ｏｆ　Ｃｏｒｙｃｕｓ，Ｈｅｔ’ｕｍ　ｔｈｅ　ｈｉｓｔｏｒｉａｎ’ｓ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ｔｈｅ　Ｔａｒｔａｒｓ（Ｔｈｅ　Ｆｌｏｗｅｒ　ｏｆ　Ｈｉｓｔｏｒｉ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Ｅａｓｔ），ｈｔｔｐ：／／ｗｗｗ．ａｔｔａｌｕｓ．ｏｒｇ／ａｒｍｅｎｉａｎ／ｈｅｔｕｍ１．ｈｔｍ＃３，［发布日期不详］／

２０２１—１０—２１。

斯捷潘诺斯·奥尔别良是亚美尼亚王国休尼克（Ｓｙｕｎｉｋ）省主教，属奥尔别良家族成员，他与国王里昂三世（ＬｅｏⅢ，１３０３—

１３０７年在位）有良好的私人关系。１２８７年，斯捷潘诺斯返回休尼克后开始从事历史写作工作直至其去世。

斯捷潘诺斯·奥尔别良：《休尼克史》（Ｓｔéｐｈａｎｎｏｓ　Ｏｒｂéｌｉａｎ，Ｈｉｓｔｏｉｒｅ　ｄｅ　ｌａ　Ｓｉｏｕｎｉｅ）第１册，巴黎：圣彼得堡出版社１８６４年
版，第２３０～２３５页。

斯姆巴特是赫图姆一世之兄，身兼斯帕拉佩特（Ｓｐａｒａｐｅｔ，即亚美尼亚军队的最高指挥官）、外交官、法官等多种职位，在与蒙
古人的谈判以及对抗埃及马穆鲁克王朝（Ｍａｍｌｕｋ　Ｓｕｌｔａｎａｔｅ，１２５０—１５１７年）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斯姆巴特·斯帕拉佩特的《编年史》的手稿遗散于欧洲各地，现存手稿共１２１节，涵盖１１６３—１２７２年间的历史。

⑩　斯姆巴特·斯帕拉佩特：《斯姆巴特·斯帕拉佩特的编年史》（Ｓｍｂａｔ　Ｓｐａｒａｐｅｔ，Ｓｍｂａｔ　Ｓｐａｒａｐｅｔ’ｓ　Ｃｈｒｏｎｉｃｌｅ），ｈｔｔｐ：／／

ｗｗｗ．ａｔｔａｌｕｓ．ｏｒｇ／ａｒｍｅｎｉａｎ／ｃｓｓ１６．ｈｔｍ，［发布日期不详］／２０２１—１０—２１。

亚美尼亚王国是蒙古人的附庸国，赫图姆一世不可能向其宗主提出这些要求。



被描述成毁灭世界的灾难征兆，又被誉为基督徒的拯救者。修士派和贵族派史家作为两类不同的群
体在各自的著述中建构出不同的蒙古人形象，其中前者着重强调蒙古人的灭世形象，而后者致力于塑
造蒙古人的救世形象。

二　亚美尼亚史家著述中蒙古人形象产生的根源

从文献学角度看，中世纪亚美尼亚史家著述中对外部世界的认知主要是建立在基督教、《圣经》及
神话的基础上，史料与宗教密不可分，修士派和贵族派史家的著述都是这种叙事方式的结果。那么，

为何同样的叙事方式会先后出现两种不同的蒙古人形象？两种形象各自产生的根源是什么？

１．修士派史家负面蒙古人形象的根源：宗教信仰差异与蒙古人的经济盘剥
“一个时代的人在评价人物时，往往受到这个时代的特定的思维水平和思维方式以及社会、政治等

各种复杂因素的影响。”①作为亚美尼亚社会中受过高等教育的神职人员，修士派史家的历史叙事及其宗
教信仰与个人经历有紧密联系。他们虽身为宗教精英，但其著述更多反映的是亚美尼亚下层社会的状
况。一方面，修士派史家在传教过程中与信徒们有较多的接触机会，这使得他们对下层社会有着更为深
入的了解；另一方面，下层社会不仅在时间上最早受到蒙古人的征服，同时也是日后蒙古人统治下的主
体阶层。因此，蒙古人征服给亚美尼亚下层社会带来的冲击和影响要远远大于上层社会。

以甘扎克提西被俘经历为例。在任何一个中世纪社会里，俘虏都不只是直接的战争参与者，俘虏
包括平民和在围城劫掠中幸存的皇室成员等②。作为蒙古人征服的社会的一个方面，俘虏在征服者
和被征服者之间产生了互换性的文化适应和融合，无论是战场上的降兵还是乞降的平民，俘虏的生存
细节在不同的环境下阐释了更多的文化差异性。甘扎克提西曾在蒙古营地生活数年，不仅同蒙古社
会中的下层人士有密切接触，而且目睹了诸多在他看来无比荒谬的蒙古习俗。甘扎克提西被俘及被
迫充当秘书的经历，令他亲身感受到蒙古统治对被征服地区底层民众的影响。这些经历虽然为他日
后的写作提供了重要素材，但同时也给他留下深刻的负面印象。不仅如此，甘扎克提西对蒙古人的敌
视情绪也直接影响了阿雷维茨的著述。作为甘扎克提西的密友，阿雷维茨在写作中深受甘扎克提西
影响，两位史家对蒙古人的描述具有较高的相似性，他们笔下的蒙古人形象呈现出明显的负面性③。

修士派史家致力于塑造蒙古人负面形象的原因并不仅限于此。除宗教因素外，三位史家对蒙古人的
批判还聚焦在蒙古人对亚美尼亚的经济盘剥上，而其中又以对人口普查和税收的批判最为显著。从
今人的视角来看，宗教信仰之间的碰撞是双方在不同文化背景下交流互动的产物，基督教修士对蒙古
人的游牧习俗、长生天及佛教信仰的排斥不足为奇。因此，问题的关键显然在于后者。

从蒙古人征服的过程看，伴随其武力征伐的同时，还有他们从东方大元帝国治理经验中汲取的行
政管理体系，即达鲁花赤（Ｄａｒｕｇｈａｃｈｉ）。据《蒙古秘史》记载，成吉思汗在征服花剌子模王朝后就开
始向征服地区派遣城市长官（达鲁花赤）④。赫图姆一世于１３世纪中期臣服于蒙古统治后，达鲁花赤
也逐渐被推行到亚美尼亚王国，格里戈尔就曾记载蒙古那颜（Ｎｕｙａｎ）⑤绰儿马罕（Ｃｈｏｒｍａｑａｎ）在亚美
尼亚实施了这种制度⑥。至１３世纪下半叶，蒙古人的“所有权制度”（ｓｙｓｔｅｍ　ｏｆ　ｏｗｎｅｒｓｈｉｐ）已经推广
至亚美尼亚西部和南部⑦。对臣服于自己的亚美尼亚王国，蒙古人更倾向于利用当地固有的社会结
构，因而没有对亚美尼亚王国的内部事务作过多干预。不过，正如蒙古帝国统治的其他地区一样，亚
美尼亚地区的达鲁花赤也开始对当地实施人口普查和财产登记。这是对亚美尼亚进行持久性经济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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剥的一个起点。蒙古财政管理体制的引入也影响了亚美尼亚在帝国中的政治地位，致使其从一个维
拉亚特（ｖｉｌａｙｅｔ）①矮化为蒙古帝国的一个行省②。

人口普查是蒙古人对被征服地区实施经济管理的关键步骤，旨在控制和动员人力及非人力资源。
对亚美尼亚人来说，这标志着他们逐步纳入蒙古帝国③。事实上，成吉思汗早在１２０６年就在耶律楚
材等人的协助下首次对东方中原帝国北部地区实施人口普查。蒙哥继位后，于１２５２年将普查范围扩
大至整个帝国，这表明帝国政策是要长期且系统性地盘剥臣民，而不是为了短期或一次性地大规模掠
夺④。对统治者来说，这一政策是为了摸清帝国的人口状况并为新税收系统的引入及蒙古人的未来
行动进行综合性的资源规划，但对被统治者来说，人口普查意味着对登记在册者施加新的军事和经济
义务，这也是修士派史家笔下存在大量逃税者的原因。

从修士派史家的著述中可以看出，妇女和成年男性神职人员都不在人口普查范围内，排除妇女人
口的原因在于她们无法服兵役或劳役，给予神职人员特殊待遇则是蒙古人笼络当地宗教精英的惯用
手段⑤。不过，由此就出现了一个问题：修士派史家作为神职人员为何会厌恶笼络自己的蒙古统治
者？事实上，甘扎克提西已经给出了答案。在他的描述中，亚美尼亚人不仅要向蒙古人缴纳各类苛捐
杂税，而且还要继续向当地的亚美尼亚封建主纳税⑥。这说明，蒙古人在亚美尼亚王国引入新税收制
的同时，并未触动当地原有的税制和封建主的利益。换言之，亚美尼亚王国在这一时期实际上存在着
双重税制，即亚美尼亚本土定居社会的税制和蒙古统治者带来的游牧社会的税制。这种双重税制对
亚美尼亚纳税人来说无疑是沉重的负担，尽管蒙古统治者免除了包括修士派史家在内的神职人员的
税赋，但蒙古人额外施加的税收显然侵蚀了宗教阶层赖以生存的经济利益。修士派史家或是由于自
身经济利益的损失，或是出于对贫苦大众的同情，因而对外族统治者持明显的负面观感。

可见，修士派史家对蒙古人负面形象的塑造实则是双方宗教信仰冲突和蒙古统治者触动了宗教
阶层经济利益的结果，而后者则是其中的根本原因。对蒙古人形象的贬损，既反映出双方不同宗教信
仰与情感的差异，也体现出亚美尼亚王国融入蒙古帝国的渐进式历史进程。

２．贵族派史家笔下正面蒙古人形象之缘由：西亚国际格局变动与亚美尼亚王国战略考量
比较而言，贵族派史家的情况要更加复杂。贵族派史家的著述在时间上成书于蒙古人征服之后，

其与修士派史家著述不仅有数年的时间差，而且几乎没有证据表明二者之间存在交融或相互影响。
同时，身为亚美尼亚社会中的精英阶层，贵族派史家在立场上也更多地是站在国家层面或上层社会的
高度作出考量。从他们的个人经历看，斯姆巴特、斯捷潘诺斯·奥尔别良和海顿皆身居高位，其中斯
姆巴特作为最早一批同蒙古人接触的亚美尼亚贵族早已对蒙古人有所了解。相对于社会地位较低的
修士派史家而言，贵族派史家在获取蒙古人信息的渠道及信息量上拥有更大优势。然而，从著述的记
载情况看，贵族派史家的著述无论是在准确性还是客观性上都明显不及修士派史家。那么，贵族派史
家真的不了解蒙古人的真实情况吗？

答案显然是否定的，其中一个重要证据是斯姆巴特早在１２４８年写给塞浦路斯王国（Ｋｉｎｇｄｏｍ　ｏｆ
Ｃｙｐｒｕｓ，１１９２—１４８９年）国王亨利一世（Ｈｅｎｒｙ　Ｉ，１２１８—１２５３年在位）的信中就已经向后者报告了有
关蒙古人的情况⑦：

　　我们途经巴格达王国⑧……我看到了许多被鞑靼人摧毁的城市，所以巴格达人说不出他们以前的伟大和富

裕。三天来，我们没有看到大型城镇，但看到了一百多个由鞑靼人杀死的人的尸骨组成的巨大土堆⑨……鞑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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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拉亚特表示没有任何具体行政内涵的省或地区，它在奥斯曼帝国时期用来表示具体的行政区，相当于省（ｐｒｏｎｖｉｎｃｅ）。

③　巴亚萨伊汗·达什顿：《蒙古人与亚美尼亚人（１２２０—１３３５）》，第１０７、１０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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亨利一世是斯姆巴特的妹夫。这封信写于斯姆巴特在１２４７—１２５０年前往哈拉和林（Ｋａｒａｋｏｒｕｍ）面见蒙古人的旅途中。

即阿拔斯王朝。

即中国古代历史上所谓的“京观”，也是蒙古人炫耀武功、震慑敌人以及对战俘尸体的一种处理方式。



人的盛宴是如此之大，以至于他们的数量无法用人来衡量。他们是优秀的弓箭手，有丑陋且多样的面孔……教

皇曾派人给鞑靼人的国王贵由（Ｇüｙüｋ　Ｋｈａｎ，１２４６—１２４８年在位）传话，想知道他是否是基督徒，以及他派人去

杀基督徒和人民的目的。对此，贵由国王回答说……如果教皇想知道，让他来到他的土地上，看看他究竟是什么

样的鞑靼人①。

不难发现，斯姆巴特在信中不仅没有任何对蒙古人的溢美之词，甚至还知晓蒙古人与教皇的通信
及其内容，海顿与斯捷潘诺斯·奥尔别良作为他的兄弟和同僚对此也略知一二。这说明，贵族派史家
在明知实情的情况下，不仅故意忽略了有关蒙古人的诸多负面因素，而且对其大加美化、颂扬。

作为亚美尼亚社会精英，贵族派史家此举有着很强的时代背景和战略考量。从当时西亚地区的国
际格局看，亚美尼亚王国相对于周边政治势力来说只是小亚细亚东南的一个小国。由于经济和军事实
力不足，因此亚美尼亚王国的安危严重依赖于联盟外交。１２世纪初，亚美尼亚人的主要联盟对象是大叙
利亚地区的十字军国家。蒙古人入侵后不久，亚美尼亚人又与蒙古人建立联盟。通过保持与蒙古人的
附庸兼盟友的关系，亚美尼亚王国在军事、外交、经济等方面获得了蒙古人的大力支持，其地区影响力逐
渐提升。同时，赫图姆一世还于１２５４年将女儿西比拉（Ｓｉｂｙｌｌａ）嫁给了统治安条克公国（Ｐｒｉｎｃｉｐａｌｉｔｙ　ｏｆ
Ａｎｔｉｏｃｈ，１０９８—１２６８年）和的黎波里伯国（Ｃｏｕｎｔｙ　ｏｆ　Ｔｒｉｐｏｌｉ，１１０２—１２８９年）的博希蒙德六世（Ｂｏｈｅｍｏｎｄ
Ⅵ，１２５１—１２６８年，１２５１—１２７５年在位）。此后，赫图姆一世不仅经常介入十字军国家的内政，而且还将
部分十字军也拉入了与蒙古人的联盟中，以利于进一步扩大亚美尼亚王国的势力。

１３世纪后半期，西亚地区国际格局步入动荡期。１２６０年，蒙哥的去世加剧了蒙古帝国的分裂和
衰落。旭烈兀率蒙古主力撤出叙利亚后，其余部不仅在艾因·扎鲁特战役（Ｂａｔｔｌｅ　ｏｆ　Ａｉｎ　Ｊａｌｕｔ）中被
埃及马穆鲁克王朝击溃，而且旭烈兀还与金帐汗国可汗别儿哥（Ｂｅｒｋｅ，１２５７—１２６６年在位）在高加索
地区爆发了激烈冲突②。马穆鲁克王朝趁机填补叙利亚的权力真空后，加强了对十字军国家和亚美
尼亚王国的攻势。１２６５年，马穆鲁克军队重创亚美尼亚王国，俘虏了王子里昂（ＬｅｏｎⅡ，１２７０—１２８９
年在位），３年后又灭亡了安条克公国。１２７０年，伊尔汗国遭到察合台汗国（Ｃｈａｇａｔａｉ　Ｋｈａｎａｔｅ，

１２２６—１３４７年）可汗八剌（Ｂａｒａｑ，１２６６—１２７１年在位）的入侵③，亚美尼亚国王赫图姆一世也于同年
去世。此后，亚美尼亚王国的形势急转直下，马穆鲁克王朝的威胁迫在眉睫。

因此，在蒙古宗主和十字军盟友都有所衰落的情况下，西方基督教世界的援助就显得更为重要。
贵族派史家致力于塑造蒙古人正面形象的背后逻辑，在于为西方盟友创造一个符合基督教的蒙古人
形象，其目的是推动西方和蒙古人的结盟进而发动新一轮十字军东侵，以此解除亚美尼亚王国自身面
临的危机。

三　亚美尼亚史家著述中蒙古人形象的影响与西方对蒙古人形象的选择

在东西方文明交往史中，１３—１４世纪是一个特殊的时代。当基督徒与伊斯兰教徒在大叙利亚的
抗衡处于僵持状态时，蒙古人作为域外势力极大影响了地区政治格局。基督徒和伊斯兰教徒都试图
利用蒙古人的力量打击对方，亚美尼亚人也不例外，贵族派史家所建构的正面蒙古人形象正是这种战
略考量的表现。就其影响而言，贵族派史家身为亚美尼亚精英阶层，无论是在影响力还是社会地位上
都高于修士派史家，同时得益于自身与西方密切的外交往来，使得他们的著述在传播途径和范围方面
具有更大优势。因此，尽管修士派史家的负面蒙古人形象具有更高的准确性，但事实却是贵族派史家
的正面蒙古人形象在日后的东西方文明交往中产生了更为重要的影响。

１．亚美尼亚史家著述中蒙古人形象的影响：推动了东西方文明之间的交往
首先，亚美尼亚史家著述中蒙古人形象推动了亚美尼亚人自身对蒙古人及东方的了解，增强了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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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之间的联系。蒙古扩张建立了一个异质的世界性帝国，将东方与西方文明，农耕与游牧文明，萨满
教、佛教、伊斯兰教及基督教联系起来，人力、军事和物质资源的调动加速了各民族之间的接触，从而
形成了广泛且深远的跨文化、跨地区文明交往①。亚美尼亚史家著述中蒙古人形象是这种交往的真
实写照。从形象建构过程看，当蒙古人以征服者姿态出现时，亚美尼亚人在许多方面只是被动的接受
者，双方在宗教文化上的差异，加之蒙古人在扩张中造成的破坏和战后施加的经济盘剥，这些因素都
是亚美尼亚史家建构负面蒙古人形象的重要原因。但是，这种负面形象不仅没有阻止亚美尼亚人同
蒙古人的交往，反而成为日后亚美尼亚人了解东方的重要参照。在更具现实主义的亚美尼亚精英主
导下，亚美尼亚人通过将国家利益与蒙古人的征服扩张相结合，实现了与宗主国微妙的共生关系，其
对蒙古人形象的建构也逐渐转为正面。修士派史家和贵族派史家所建构的两种蒙古人形象是在双方
巨大文化差异的背景下进行的，它既体现了亚美尼亚人与蒙古人在不同阶段的文明交往过程，也是亚
美尼亚人在认识东方过程中被多重构建的结果。

其次，亚美尼亚史家著述中蒙古人形象促进了西方对蒙古人及东方的再认识，对于促进东西方文
明之间的交往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如前所述，蒙古帝国的崛起开启了东西方之间政治、宗教、社
会等领域的交流活动，全新的宗教、语言、习俗和民族被不断发现，这一切对中世纪的西方人是一种重
要的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是被迫的、在“自我”和“他者”的既定习俗之间的和解②。“西欧人第一次接触
到了欧亚大陆的真实面积和范围，接触到了不同的文化、信仰、价值观、态度和制度，教皇和欧洲人因
此被迫脱离了他们狭隘的宗教地理视角，开始意识到必须与非基督教世界及许多不同的民族、宗教和
社会打交道并与之建立联系。”③在这一过程中，亚美尼亚人作为东西方文明之间的纽带，同时把西方
和蒙古连接起来，贵族派史家在其中发挥了关键作用。他们利用西方的语境和思维框架，为西方解释
了东方的事物，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东西方文明交往过程中的摩擦。尽管其中谬误百出且隐含
着政治动机，但缓解了西方在面临异质文明冲击时的不适反应，从而有利于双方更深层的交往。

最后，亚美尼亚史家著述中蒙古人形象在一定程度上完善了西方的十字军研究，尤其是贵族派史家
有关蒙古人和东方的著述，一度成为十字军倡导者和理论家们引用的权威文献。在这方面，法国匿名作
者在１３０８年成书的《对东欧的描述》④中肯定了海顿对东方的描述⑤。威尼斯人马里奥·萨努多（Ｍａｒｉｎｏ
Ｓａｎｕｔｏ，１２７０—１３４３）⑥在１３２１年完成的《十字架信徒的秘密之书》中，有关蒙古人和东方的内容也完全基
于亚美尼亚史家著述中蒙古人形象⑦，法国勃艮第公爵大胆的菲利普（Ｐｈｉｌｉｐ　ｔｈｅ　Ｂｏｌｄ，１３６３—１４０４年在
位）也使用亚美尼亚史家的著述来了解东方⑧。可以说，亚美尼亚史家著述中蒙古人形象不仅帮助西方
人补充了原先不完整的十字军研究，而且深深刺激着西方人对未知领域的积极探索。

２．西方人对亚美尼亚史家著述中正面的蒙古人形象的选择：基督教世界观与现实困境
如果说亚美尼亚贵族派史家致力于建构正面的蒙古人形象是基于地区政治格局的战略考量，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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么这种正面的蒙古人形象缘何能够赢得西方世界的信任并受到欢迎呢？毕竟从著述所记载的史实
看，准确性最低的《东方历史之花》在西方世界大受欢迎，现存手稿、不同语言的译本和印刷本的大量
存在，证明了该著述在西方世界享有广泛的知名度①。

这一问题可以从三个方面找到答案。

首先，西方对东方的认知在１３—１４世纪仍然处于模糊阶段，总体上是基于中世纪基督教的世界观，

其中包含着不少对东方的主观臆想成分，关于长老约翰、大卫王、使徒多马之类的传说尤其如此。早在
亚美尼亚修士派和贵族派史家的著述出现之前，西方人就已经注意到蒙古人的存在并与之接触。蒙古
人的出现迫使西方重新建构基督教世界以外的政治、军事、宗教和社会，这一过程的特点是不断更新原
有认知中的地理、宗教、社会、文化等概念。与亚美尼亚人最初遇到的情形类似，蒙古人在西亚和东欧的
行为实际上也给西方留下了两种截然相反的形象：一方面，对于西方人来说，蒙古人对伊斯兰世界的入
侵给他们带来了巨大希望，他们不仅将蒙古人与长老约翰等传说联系在一起，而且将其视为基督徒或十
字军的潜在盟友；另一方面，随着蒙古人对东欧的入侵，西方世界也意识到蒙古人的刀锋并不只是以伊
斯兰教徒为指向，诸如马修·帕里斯（Ｍａｔｔｈｅｗ　Ｐａｒｉｓ，１２００—１２５９年）②等西方修士甚至留下了与亚美尼
亚修士派史家极为相似的记载③。正是在这种矛盾心态下，西方人不得不主动同蒙古人交往，以便确认
其真实目的。

其次，西方人在主动与蒙古人交往的过程中，其自身固有的基督教世界观在一定程度上遭遇挑
战。西方人与蒙古人的联系路径主要有两条路线：南路经安纳托利亚或大叙利亚前往西亚，北路经匈
牙利或黑海前往东方。１２４５年，教皇英诺森四世（Ｉｎｎｏｃｅｎｔ　ＩＶ，１２４３—１２５４年在位）致信蒙古可汗④，

试图向蒙古人阐释西方的目的，并将蒙古人融入基督教世界以对抗伊斯兰世界。为此，教皇派遣伦巴
第的阿赛林（Ａｓｃｅｌｉｎ　ｏｆ　Ｌｏｍｂａｒｄｙ）和柏朗嘉宾（Ｊｏｈｎ　ｏｆ　Ｐｉａｎ　ｄｅ　Ｃａｒｐｉｎｅ）分别沿南北两路出使蒙古
帝国。阿赛林于１２４７年抵达锡安（Ｚｉｏｎ）后拜见当地蒙古那颜拜住，但双方协商却因外交礼仪问题而
作罢。柏朗嘉宾在１２４６年抵达哈拉和林后面见贵由并呈交教皇的书信。不过，正如斯姆巴特在

１２４８年密信中提到的那样，贵由完全不屑于教皇的说教⑤。虽然柏朗嘉宾最初的目的终未实现，但他
在旅途中的见闻却为西方提供了有关蒙古人的重要信息。柏朗嘉宾后来对教皇坦言，蒙古人只是一
群偶像崇拜者⑥。１２５２年，方济各修士鲁布鲁克的威廉（Ｗｉｌｌｉａｍ　ｏｆ　Ｒｕｂｒｕｃｋ）奉法王路易九世（Ｌｏｕｉｓ
ＩＸ，１２２６—１２７０年在位）之命从北路出发，前往哈拉和林拜见蒙哥。他在日后所著的《鲁布鲁克游记》

中声称，长老约翰实为信奉聂斯脱利派（Ｎｅｓｔｏｒｉａｎ）的乃蛮人（Ｎａｉｍａｎｓ）⑦首领⑧。马可·波罗（Ｍａｒ－
ｃｏ　Ｐｏｌｏ）亦指出，长老约翰只是一个名叫王汗（Ｗａｎｇ－ｋｈａｎ）的中亚部落首领⑨。虽然这些信息的准确
性有待考证，但这些著述至少说明蒙古人与基督徒在宗教信仰上相差甚远。

最后，西方人在１３世纪后期的对外扩张中屡屡受挫，西亚政治格局的改变使得西方世界内部普遍
弥漫着失落情绪。就在教皇英诺森四世派出使者的同一年，路易九世发动了第七次十字军东侵（１２４８—

１２５４年）。尽管十字军最初一度占据优势，但这次行动还是随着路易九世在埃及的被俘而失败。马穆鲁
克王朝崛起后，大叙利亚地区很快被埃及征服，十字军国家的处境岌岌可危，安条克公国、的黎波里伯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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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耶路撒冷王国相继于１２６８年、１２８９年、１２９１年被马穆鲁克王朝所灭，曾经在西方世界令人心向往之
的十字军也变得无人响应。因此，在蒙古人对西方的基督教世界观形成挑战、西方十字军东侵屡屡受挫
的情况下，西方在与东方的互动交流中开始变得不知所措。即便是西方人已经掌握了蒙古人的相关信
息，但西方世界自身所面临的诸多困境仍然使西方对与蒙古人建立联盟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

总体而言，作为早期与蒙古人接触的东方基督教世界一员，亚美尼亚人掌握了大量有关东西方世
界的信息。通过同时与西方人和蒙古人结盟，客观上亚美尼亚精英成功地将自己塑造成东西方文明
之间交往的纽带，在相对于西方和蒙古人均享有信息优势的前提下，利用了西方对东方的模糊认知，
在西方的基督教世界观遭受挑战及其扩张失利的情况下推动西方与蒙古人的结盟。受宗教信仰影
响，中世纪的西方基督徒不会完全相信像蒙古人这样的异教盟友。亚美尼亚精英深知，只有在蒙古人
皈依基督教或至少是亲基督教的情况下，西方人才会考虑结盟问题。劝导蒙古人入教无异于天方夜
谭，亚美尼亚精英因此选择了另一捷径，即通过忽略、虚构、美化等方式来最小化甚至是弥合西方人与
蒙古人之间的宗教文化差异。换言之，亚美尼亚精英利用西方自己想象的故事，为后者建构了一个符
合其主观臆想中的基督教化蒙古人形象。就结果来看，亚美尼亚精英的目的终究未能实现。蒙古人
并没有为亚美尼亚人提供绝对有效的安全保障，海顿梦寐以求的十字军行动也没有随着其著述的广
泛传播而启动，西方世界内部依旧矛盾重重，等西方人能够容忍同蒙古人结盟时，西亚地区的权力格
局已经发生了根本性改变。

因此，亚美尼亚史家著述中两种蒙古人形象，实际上是东西方文明交往过程中不同交往方式的表
现。负面形象反映了蒙古人西征中伴随的暴力交往方式及其引发的各类后果，正面形象则是亚美尼
亚人与蒙古人在政治、军事等领域中相互合作的和平交往方式的体现。可以说，这种历史现象体现了
蒙古人西征中东西方文明交往的两个侧面，二者虽然都具有一定的真实性，但也都不全面。

四　余　　论

彭树智指出：“各个帝国的异质文明，在相互交接或相互交叉的地区中，经常出现一种文明结合式
的历史景观。”①亚美尼亚史家著述中蒙古人形象正是其中之一。在十字军东侵和蒙古人扩张的历史
背景下，地处亚欧大陆十字路口的亚美尼亚人穿梭于西方人和蒙古人之间，使得他们能够沉浸在当地
的社会文化中以获得更加丰富的信息。亚美尼亚人在这一过程中建构的蒙古人形象，既是西亚地区
时代交替的产物，也是中古时期东西方文明交往的结果。同时，修士派史家与贵族派史家的蒙古人形
象也同样诠释了冲突与整合实际上是不同文化传统之间的碰撞或选择，核心问题在于如何对待来自
异质文明的人，而根源是政治和经济的利害关系②。如果说前者代表着一种文明共同体对另一种文
明共同体的本能排斥，那么后者则试图弥合这种因东西方宗教文明差异而产生的隔阂以达到自身的
政治目的。事实上，双方的蒙古人形象都体现了东西方文明交往过程中政治、宗教及文化的多样性。
其中，既有以军事扩张为标志的暴力交往，也有以政治合作为代表的和平交往。虽然亚美尼亚人的政
治目的最终未能实现，但其作为东西方文明交往的“网络节点”作用却不容忽视。

同时，也应当看到，亚美尼亚史家著述中蒙古人形象强化了西方在认知东方时所具备的自我意
识。西方对东方的认知始终是以自我为中心展开的，其世界观建立在对非基督教文明的排他性基础
上。正如关于长老约翰的传说所描述的那样，这是将东方他者化并根据自我需求建构东方而强行将
东方置于其特定的基督教世界观的产物。这种建构模式以西方为核心，欧洲人用它来审视那些被认
为是异类的民族和文化。从十字军东征到新航路开辟，再到近现代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每个阶段都
构成了西方人将作为“他者”的陌生地区和民族融入其自身世界观的需要③。亚美尼亚精英在洞悉西
方这一特点的情况下，依然不断利用它为自身的政治目的服务，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巩固了西方的自我
意识。这种自我意识堪称中世纪版的西方中心论，在随后的殖民主义、帝国主义时期所特有的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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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异端化、对抗化等特征中都有它的痕迹。因此，不得不说，亚美尼亚精英在西方认识东方的关键时
期为这种论调增添了浓重的一笔。

此外，亚美尼亚史家著述中蒙古人形象也加深了伊斯兰世界对亚美尼亚人的仇恨，进而间接导致
了亚美尼亚王国的覆灭。伊斯兰学者穆罕默德·塔吉·埃马米·霍伊（Ｍｏｈａｍｍａｄ　Ｔａｇｈｉ　Ｅｍａｍｉ
Ｋｈｏｅｅ）曾指出，西方世界在与蒙古人的交往中尽可能拉拢蒙古人，其目的是煽动他们反对伊斯兰世
界，故而是西方利用东方（蒙古人）反对东方（伊斯兰）的政策产物①。亚美尼亚人作为主张西方和蒙
古人结盟的主要支持者，自然遭到伊斯兰世界的敌视，亚美尼亚被伊斯兰教徒视为西方向东方扩张过
程中的前沿地带，而伊尔汗国也不可能完全为亚美尼亚王国提供有效保护。从后世的历史发展来看，
亚美尼亚王国虽然在１２８１—１３０３年的伊尔汗国 马穆鲁克王朝战争中积极协助蒙古人作战，但每当
蒙古人败退后，亚美尼亚王国都会遭到马穆鲁克军队的报复。不仅如此，亚美尼亚国王赫图姆二世
（Ｈｅｔｈｕｍ　ＩＩ，１２８９—１３０３年在位）还与蒙古将领比拉古（Ｂｉｌａｒｇｈｕ）发生矛盾，后者甚至于１３０７年将赫
图姆二世和里昂三世（ＬｅｏｎⅢ，１３０７年在位）杀害②。此后，随着伊尔汗国的衰落及其伊斯兰化进程
的加速，蒙古人已经无法充当亚美尼亚王国的保护者。这样一来，亚美尼亚史家著述中蒙古人形象实
际上令自身陷入了一种安全悖论：亚美尼亚人为了应对伊斯兰教徒的威胁不仅与蒙古人结盟，而且还
试图将西方人纳入其中，但这种行为只会招致伊斯兰教徒更加猛烈的军事回击，西里西亚的亚美尼亚
王国最终在１３７５年走到了尽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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